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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文獻對我國政策執行之實益 

  本文獻旨在藉由探討比較他國監禁率的差異，尤其是監禁率偏低的國家－斯堪地那維亞地區（含

挪威、瑞典、丹麥與芬蘭）為何得以長時間維持較低的監禁率，並得出監禁率高低與福利提供、社會

信任、合意或集團性的政治文化具有高度關聯，另外，比較令一般人意料外的，反與似乎應具相關性

的犯罪率，不具一致的關聯性。 

  據此，職認為本文點出一重要觀點，即觀察監禁率等刑罰統計數據時，不應只對比各國表面數據

所呈現的結果，尤其在我國對於監禁率高低、監獄超收等相關問題產生爭議而需比較各國監禁比率與

監禁制度來擬訂政策時，理解各國監禁率背後的政策發展與文化影響是重要的，因可理解特定國家因

應了何種交互關聯的要件, 導致了其歷年來的監禁率等刑事政策數據變化，如僅依數據結果與現行制

度做為我國政策修訂參考指標或行動方針，將可能因忽略各國形成制度、數據的背景文化與我國社會

文化的差異，導致參酌國外制度而擬定的政策，無法產生同國外政策實行的效果，甚至衍生其他負面

效果或問題爭議。 

  綜上，本文獻刊登時間雖係在 2008年，惟其所傳達的概念，對於我國政策擬定模式仍具參考價

值，故整理本文獻憑供參查。 

解析監禁刑罰運用上的國家差異－文獻導覽 

  文獻試圖解析在（多數）西方歐洲國家中監禁刑罰的差異，主要聚焦於解釋「斯堪地那維亞區域

例外論」：為何斯堪地那維亞整體區域，得以在如此長的時間內維持相對低程度的刑罰壓制。此種限

定觀點將專注於和社會／經濟情狀、社會／道德價值以及政治上的經濟／政策性文化相關的巨觀層級

指標，並使用（各地域）監禁率作為懲罰與嚴厲刑罰的主要指標。 

  首先，監禁率的差異無法藉由犯罪的差異為由解析。犯罪與監禁比率彼此間相當獨立，雙方的升

降情形皆依據各國本身的法律與動機。監禁者比率也和被害比率與通報的犯罪數無關聯，在 1980年

至 2005 年的監禁率數據中顯示，其和總體通報犯罪間並無一致性的模式。這些結果代表，監禁刑罰

大抵不受犯罪的程度與趨勢所影響，犯罪不是解釋的根源，亦非數據差異或趨勢的理由。據此，本文

於餘下段落中將自其他資源中尋求解析之道。 

福利與社會平等 

  在西方歐洲國家的監禁者比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存有高度積極的關聯。於 1980年至2000年間，

收入不平等與監禁率間的連結已趨於強烈，而監禁率與花費之間也在該段時間中產生相當關聯，又，

減少相關社會福利花費的國家亦會產生最陡峭上升的監禁者比率。對此，有四個面向得以說明，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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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會影響刑罰嚴峻程度： 

1. 團結性：相對寬鬆與低程度的經濟不平等可被視為「是對他人福祉的移轉認同與關注上的高度表

現形式」。在福利社會的團結性感受中，會傾向於減輕犯罪人的負擔。 

2. 共負責任對比個人主義：此處重點在於風險要素與責備主張下的社會觀感，以及風險是否源自被

責備的個人，或者社會問題的要素是否被賦予了廣泛的解釋。 

3. 物質繁榮與安全：擁有物質資源與經濟安全的富裕福利國家，會較容易在自身主張受到保障時傳

遞容忍與同理的態度；依賴補償制度而非主張責備的文化，通常屬於補償可合理被期待與仰賴的

國家。 

4. 替代性政策：高度福利國家會藉由授予對抗社會排斥的保護措施來締造較少壓制的犯罪問題，又，

其他較佳的替代監禁制度通常也會被予以運用。 

信任與合法性 

  信任與壓抑程度之間的連結，是數種共生關係的作用。缺乏對機構的信任會在更多維護政治權威

的壓迫下創造政治壓力；缺乏人民信任且伴隨恐懼的話則會導致懲罰需求攀升，且會繼續施加壓力。

另一方面，增加人民信任、社會團結以及社會資本的話，便會強化日常社會控制，而此種現象在合法

性基礎上，結合機構信任與規範順從時，則會減少依靠常規社會控制與刑罰體系的需求。  

政治經濟 

  合意性民主與集團主義通常緊密關聯，斯堪地那維亞地域國家便是合意性或集團主義（社會）民

主的典型例子。這些文化相較許多多數決民主，更加「對福利制度友善」，而刑罰政策與政治文化間

的直接連結則根源自政治論述的基本性質。合意性帶來穩定與慎重，其政治更迭係逐步進行，而非如

多數決體系下，一次即改變整體人員。在合意性民主中，新政府很少有藉由製造壯麗翻盤結果來提升

自己形象的需求，而合意性刑事政策會在長遠持續期間與遞增的改變下，置入附加價值，來取代快速、

突然的翻盤結果。當合意性模式立基於協議與和解的同時，多數決民主則是奠基於競爭與對質，而後

者往往尖銳化了差異區別、提升爭端與鼓勵衝突，並且影響了穩定性與政策內涵，以及整體政治體系

的合法性質，這代表了更多風險話題、更多批判、更多短期解決辦法以及更多對公眾需求的直接主張。

綜而言之，合意性政治紓解了爭端、製造少量的風險話題、禁止話題性的翻盤結果以及維持長期一致

的政治，換句話說，合意性民主不易受政治民粹主義的影響。 

刑罰政策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內涵－綜合論述 

  比較性的分析中指出，監禁者比率的不同無法用犯罪的差異予以解釋，反而，嚴厲刑罰更和福利

提供程度、收入平等差別、信任與政治與法律文化緊密關聯，這樣的分析結果支撐了一項觀點，亦即

斯堪地那維亞刑罰模式具有合意性與集團主義政治文化、高度社會信任與政策立法，以及強大福利國

家的基礎。上述不同要素已間接與直接的影響刑罰政策的內容。 

  另一方面，對於「國家特定例外論」仍需為補充論述。在有許多刑罰實務狀況可被解為係和大眾

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的同時，他們的影響便難以濃縮成單純的統計數據模式。這些因素在不

同地點與不同時點間，以不同的結合方式產生結果，其關聯的偵測方法並不具分子性或技術性，因其

影響是內涵間彼此相關，且各國家可能還經歷了獨特的變化。 


